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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5G网络、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地理信息系统等新技术的兴起，探索更具包容性和创新潜力的

参与式治理，引导高效的技术研发与运用，实现城市“以地方现实为基础、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智慧化转型，已成

为国内外城市地理学的重要与前沿议题。人本主义视角下的智慧城市研究，为地理学者介入这一领域提供了理论

工具。不同于技术中心主义将智慧城市视作由数字技术构成的物理空间集合，人本主义强调特定情境下的技术、

社会(人文治理)与空间的互动。该视角呼吁对多方行动者参与技术研发、基础设施建设与治理决策的合作互动开

展微观研究，以揭示智慧城市的共建过程与地方性驱动机制。论文梳理了国内外人本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认为

该视角下的研究仍然沿袭“技术中心”或采用与之对立的“知识中心”立场，而缺少技术—社会互动的视角来理解城

市智慧化转型。论文提出未来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即技术与社会(治理)的共生性、围绕技术研发的社会关系互

动复杂性、技术研发与关系互动的语境化分析。探讨以上议题有助于理解智慧城市如何作为一个复杂地域系统，

在人与技术的持续互动中发生转型，也可为未来中国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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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人口快速增长与城市扩张所

带来的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资源匮乏、生活质量下

降等问题日益凸显，如何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已

成为学术界与城市管理者最为关心的议题。在此

背景下，智慧城市的概念应运而生，该理念旨在利

用信息通信技术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对城市生态系统中的信息进行感

知、分析和处理，提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优方

案。与此同时，5G网络、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

析以及地理信息系统等新技术的落地，为创新城市

管理模式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带来了诸多可能。

一方面，科技生态环境为城市的数据化和智能化管

理提供了技术支撑，为城市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提

供了新的解决路径；另一方面，在新技术环境下，城

市社会经济活动及要素日趋复杂化，更多的社会主

体与机构参与到了智慧城市的规划与建设环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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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了资源配置和城市治理的难度[1]。在此背景下，

探索更具包容性和创新潜力的参与式治理，引导高

效的技术研发与运用，实现城市“以地方现实为基

础、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智慧化转型，已成为当前

国际城市地理学的重要与前沿议题[2]。

传统技术中心主义观点认为，智慧城市是由

通信基础设施网络与数字技术构成的物理空间集

合 [4]，可通过普适算法进行全方位控制与模拟 [5]。

近年来受人本主义思想影响，以 Hollands[6] 和

Kitchin[7]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和后结构主义学派对

以技术为导向的智慧城市研究发起批判。他们认

为人力资源、社会资本、文化制度等要素是决定城

市智慧与否的关键，同时呼吁智慧城市的研究主题

应从技术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与算法模拟，转向技

术研发的知识创新以及此过程中的社会组织关系

演进，以揭示数字技术与城市基础设施如何根植于

地方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如何在地方化的制

度、文化、社会与经济背景下被研发与应用[4]。通过

对技术研发与城市建设的过程和驱动机制展开微

观、细致的调查，人本主义研究被认为可为探索符

合地方现实与社会需求的城市智慧化转型提供理

论指导。

这种对智慧城市从“技术至上”向“人本主义”

的视角转向在国际城市地理学界引起了持久的响

应。尽管如此，当前人本主义研究仍存在局限和理

论挑战。本文将回顾国际智慧城市研究从技术中

心主义向人本主义的转向，梳理人本主义研究的最

新进展，分析该视角的研究不足与方法缺陷，并在

此基础上提出智慧城市“技术—社会(治理)协同演

进”的分析思路。本文认为，采用技术与社会融合

的视角思考城市的智慧化转型，可为理解智慧城市

作为一个复杂地域系统，在人与技术的持续互动中

发生地方化转型提供补充视角，同时也可为中国智

慧城市研究提供理论借鉴。

1 智慧城市的技术中心主义研究

20世纪 90年代，Graham与Marvin在其合著的

《电信与城市》中开创性地提出了未来城市将超越

作为经济、社会和文化中心的存在，从而成为信息

通信技术(ICT)的网络中心[8]。受此启发，国际城市

地理学与规划学者开始关注信息通信技术与城市

发展之间的关系，特别是 ICT技术将如何影响城市

基础设施网络、治理模式、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居民

生活习惯等方面。通过对比率先启动数字工业化

战略的欧美城市，学者们将智慧城市定义为信息

城市 [9]、网络城市[8]、数字城市[10]、智能城市[5]等。通

过区分是什么让城市变得智慧(smart)或者智能(in-

telligent)，学者们从“技术中心”维度对智慧城市的

内涵与构成进行解析。

技术中心主义学者强调 ICT技术、硬件设施与

数据计算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关键作用。智慧城

市被构想为一个由基础设施网络和数字链接系统

构成的有机体，新一代物联网、云计算、决策分析

优化等信息技术，通过感知化、互联化、智能化的

方式，连接城市中的物理、信息、社会和商业基础

设施，实现了城市各领域、各子系统协调有序的

运行 [5]。Greenfield[11]因此提出了普适计算(every-

ware)的概念，指出智慧城市是由城市内部不同场域

通过无所不在的计算模式相连构成的物质空间。

Batty等[5]则指出网络化基础设施与“普适计算”模

式的结合，为城市决策者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支撑

对城市发展的实时追踪与模拟，进而预测城市未来

发展情景。然而，技术中心视角仅关注数字技术与

算法对城市物理空间的影响，而忽视了新技术应用

对经济、社会要素流动及政府治理方式的影响，同

时缺乏从整体层面思考技术与算法对城市功能与

空间组织带来的改变[12]。此外，技术中心视角侧重

于技术对社会的单方面影响力，而忽视了城市发展

与社会变革对技术革新的反馈作用[7]。如甄峰等[12]

指出，智慧城市的发展是一个螺旋式的演进过程，

其中人与人、人与设施的关系处于一种复杂的重构

状态，因而需要对技术之外的人本社会给予关注。

2 智慧城市“唯技术论”的人本主义
批判

受社会科学人本主义思想转向的影响，国内外

城市地理学者开始关注人力与社会资本在推动技

术革新与城市发展中的作用。他们指出，以往强调

ICT 技术和基础设施网络在城市发展中作用的观

点，使智慧城市的研究与实践陷入了“技术官僚主

义”。事实上，将 ICT技术纳入城市基础设施本身

并不会让城市变得智能，而人力资源、社会资本、文

化制度要素才是推动城市发展的关键[4]。在此基础

上，Komninos[16]将智慧城市的概念延伸至社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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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知识创新，将其定义为：内置于人口创造力、知识

创新机制、促进信息交互和知识管理的数字化基础

设施架构中的创新空间。孙中亚等[17]认为，人文和

技术要素同为智慧城市发展的动力。他们指出智

慧城市是以知识经济、资源集约配置为目标，以人

文主义和技术主义相结合为原则，实现社会与技术

共同“智慧”的城市建设模式。人本主义学者认

为，以往研究关注城市建设的工程技术维度，注重

对理想(标准化)技术模型与项目样本自上而下的

“套用”，而缺少对智慧城市实现路径的实质性思

考 [6]，即技术如何与地方情景融合并与社会需求挂

钩，因此诸如韩国松岛智慧新城这样的失败案例日

益增多 [15]。区别于将智慧城市视作由通信基础设

施网络与 ICT技术构成的物理空间集合，可通过普

适算法进行全方位控制与模拟，并自发实现转型这

一观点[4]，他们呼吁聚焦于技术研发与城市建设的

过程，考察过程背后围绕具体城市建设与治理问题

的社会关系互动(即社会治理)，及其嵌入的特定制

度、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通过对技术研发与城

市建设中的合作互动过程和地方性驱动机制展开

微观、细致的调查，为探索符合地方现实与社会需

求的城市智慧化转型提供理论指导。具体而言，智

慧城市人本主义研究主要来自政治经济学派对技

术导向的城市建设模式和相关理论构建的批判，后

结构主义学派对城市地方化建设路径的思考，以及

新城市主义学派对技术在探索地方化城市规划与

治理决策中应用的探讨。

2.1 政治经济学派对智慧城市“唯技术论”的批判

政治经济学派对智慧城市的研究始于对技术

导向的概念辨析与理论构建的批判。在此基础上，

学者们探讨了企业主导的智慧城市建设过程、围绕

技术研发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政府与企业关系，以及

该合作模式带来的技术研发与地方需求的“脱嵌”

和社会公平性问题。

2.1.1 对智慧城市技术标签化现象的质疑

以Hollands、Kitchin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者指

出，以往技术导向型研究侧重于对相似概念，如智

能城市、网络城市、有线城市、数字城市等概念的比

拟与内涵界定上[6-7]；由于缺少对城市发展的深入调

查与实现路径的实质性思考，这种基于概念界定的

理论构建是缺乏根基的空想模型 [18]。受“实用主

义”和“唯技术论”思想的影响，以往研究侧重城市

建设的工程技术维度，而忽视了政策法规、规划与

管理模式的思考，无法有效指导社会空间实践[19]。

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导致学术界、规划人员、政府、企

业及非营利组织对智慧城市的概念界定莫衷一

是。Kong 等 [20]指出，在智慧 (smart)、智能 (intelli-

gence)、有线(wired)、数字(digital)等技术术语的掩盖

下，智慧城市已然成为一个被“滥用”的工具。不同

利益团体基于自身诉求使用并改造该术语，进而推

广可能存在“技术偏见”的城市愿景[21]。Hollands[6]

将这一现象称之为“城市标签化”，并指出，由于

“smartness”概念的模糊性，智慧城市项目往往成为

城市管理者与 IT企业进行城市营销与投资吸引的

工具。

城市地理学者对智慧城市技术标签化现象的

质疑，主要源于政治经济学派对高新技术、大型基

建项目带来的社会空间负效应的批判，对城市企业

化治理模式的怀疑，以及对城市商业化运作逻辑的

反思。尽管他们对早期学者将智慧城市研究从“技

术至上倾向”引向“人本主义关怀”的努力表示肯

定，但一致认为关于智慧城市的理论构建应避免陷

入空想循环。也就是说，未来的研究要抛开对智

能、智慧、数字、网络等相似概念的互引、比拟与差异

辨析，加强对城市建设及公私合作方式的深入调查

与实证研究，尤其要关注私有资本与 ICT技术如何

潜移默化地将市场机制与商业运作逻辑植入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社会公共服务的运营中，进而对城市空

间纹理与社会组织结构产生深刻影响[6]。

2.1.2 对企业主导的城市建设模式的批判

Rossi等[23]认为，在技术标签与智慧概念的粉饰

下，跨国公司与国际资本已借助社会对“技术引领

未来”的美好期许，及其在技术层面的垄断地位，成为

引领全球城市走向“智能化”的主导力量。通过营销

ICT技术在促进社会融合、经济可持续增长等方面

的不可替代性，IT企业将自身标榜为引导城市走向

“智能化”的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

OPP)，并通过向政府部门提供 ICT技术产品和咨询

服务，参与城市的战略制定、基础设施投资与开发

及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等诸多方面 [24]。Kitchin[7]指

出，这种由企业主导的公私伙伴关系与城市建设模

式会带来“技术锁定”，加剧政府与社会对私有部

门，特别是某个企业的技术依赖，并导致商业利益

与私有化逻辑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管

理的渗透。例如，Hollands[6]在考察英国南安普敦市

的地方政务访问系统时发现：私有部门主导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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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应用程序加速了当地公共服务私有化进程，并

强化了技术研发与公共服务供给对商业化运作模

式的依赖。Kong等[20]在对新加坡“智慧国”项目的

研究也表明，企业主导的技术研发与基础设施建设

以服务商业利益，而非实现政府与公众需求为主

旨。Barns[25]将这种植入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公

共服务系统开发的公私合作关系概括为基于“代

码”的地方企业主义(code-based entrepreneurialism)。

2.1.3 对智慧城市社会公平性问题的反思

甄峰等[12]指出，技术企业的知识体系不足导致

他们无法综合全面地评估城市与社会问题，故无法

科学兼顾城市发展的公平与效率。私有企业主导

的技术研发与城市建设模式，由此被批评与“构建

公平、包容的智慧城市”理念背道而驰，并带来技术

排斥与社会边缘化问题。有研究发现，出于风险规

避和效益最大化考虑，私有企业倾向对区位条件较

好、基础设施较完善的地区进行技术与资本投资，

致使该地区居民较城市边缘区居民更易获得相关

设施提供的服务，从而加剧了城市的“空间撕裂”和

社会隔离[23,26]。通过对公私合作模式背后的驱动机

制进行分析，部分学者指出：政府借助智慧项目进

行城市营销和招商引资的动机，与企业扩大技术市

场的需求，是维系这一伙伴关系的根本动力 [27]。

Hollands[27]同时指出，以“技术兜售”为目的的 IT企

业和技术专家容易忽视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与公众

诉求的多样性，倾向于将复杂城市问题简化为一种

可以被轻易化解的技术问题，以便提供标准化的解

决模板。这种由企业主导、以逐利为本质的公私合

作模式被认为必将带来技术研发与地方现实需求

的脱钩，即技术的“社会(地方)脱嵌”[19]。出于控制

成本的考虑，企业在提供技术模型、项目样本与建

设标准时，无法将特定城市的发展轨迹、社会经济

基础、基础设施现状、自然资源禀赋等纳入考虑范

畴，因此，标准化的城市模型与技术样本在地方“复

制”中屡遭失败[6]。Datta[26]由此断言，企业主导的技

术研发与城市建设模式往往与“以地方需求为导

向”的智慧发展理念背道而驰，是一种难以实现理

性预期的“技术乌托邦”。

2.2 后结构主义学派对智慧城市地方化建设路径的

思考

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基础上，以 Shelten、Luque-

Ayala、Karvonen 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学者开启了

智慧城市地方化路径研究的先河[18-19,28]。他们认为

以往研究注重对理想(标准化)技术模型与项目样本

自上而下的“套用”，而缺少对智慧城市建设路径的

实质性思考，即技术如何与地方情景融合并与社会

需求挂钩 [18]。区别于将智慧城市视作由通信基础

设施网络与 ICT技术构成的物理空间集合，可通过

普适算法进行全方位控制与模拟，并自发实现转型

这一观点，后结构主义学者呼吁聚焦于技术研发与

城市建设的过程，考察过程背后的社会关系互动，

及其嵌入的特定制度、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以揭

示技术研发与智慧城市的建设过程及背后的关系

互动机制，并提出以地方问题为导向的城市发展路

径。如果说技术导向型研究试图借助统一的城市

概念、技术模型、规划标准为各地城市提供自上而

下的引导，政治经济学研究批判性地提出了技术主

导的城市建设为何与地方情景(需求)脱钩这一现实

困境，后结构主义研究则旨在探讨符合地方情景的

问题导向型城市建设模式。

2.2.1 对“问题导向型建设模式”的反思

Shelten等[18]指出，未来关于智慧城市的案例考

察及理论构建应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从“大一统”

的理想化模型与“一刀切”建设参照标准，转向以地

方问题为导向的建设模式。Calzada等[29]认为，由企

业提供的技术样本与城市模型在现实操作中遭遇

困难，究其原因在于这些标准化样本未将城市特定

的发展轨迹、制度文化语境、社会经济基础、基础设

施现状以及自然资源禀赋等要素纳入考虑范畴。

Datta[26]基于印度的案例分析，指出印度智慧城市项

目失败的原因在于政府与跨国 IT企业未能正视该

国的贫困现实、基础设施不足、遗留的土地产权与

社会不平等问题，因而遭到强烈的社会抵制。Shel-

ton等[18]由此强调，在思考如何构建更具地方特色和

开放包容的智慧城市时，应关注根植于地方的制度

文化语境、治理机制与社会关系网络。他们呼吁在

推动 ICT技术研发与基础设施建设时，应将项目建

设与地方问题紧密结合，找到以本土社会需求为导

向的、符合地方情景的城市建设模式。在此基础

上，Luque-Ayala等[19]呼吁开展跨地方、跨语境的比

较研究，一方面避免在建设智慧城市时生搬硬套那

些理想化的模型，另一方面以丰富学术界对基于地

方问题的多样化建设模式的认识。

2.2.2 对智慧城市社会共建过程的关注

基于对问题导向型建设模式的思考，Guma

等 [30]指出，城市无法像 IT 技术专家最初设想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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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刀切”的方式被整体改造，而是在解决无数具体

问题的基础上，以渐进、零碎的方式缓慢转型。因

此，建设智慧城市本质上是一个涉及社会空间转型

的渐进过程[28]。不同于由跨国公司(如 IBM、思科)

主导设计，并从“零”开始建设的样本城市(如迪拜

的马斯达和韩国的松岛新城)，大多数的智慧城市

项目出现在相对成熟开发的空间，其落地过程必然

会触碰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网络[19]。

基于此，McLean等[31]指出建设智慧城市是一个

动态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实验过程；伴随着多方利益

团体的加入、退出、博弈、协商与合作，在这一过程

中，智慧城市的战略议程、规划方案、技术实施标准

以及辅助性政策等都将发生改变，并产生多样化的

社会空间效应[7]。在利益相关者的互动过程中，围

绕“如何建设智慧城市、如何运营和维护 ICT项目

及如何基于数据制定政策等”话语交替出现，干扰

着城市既定的治理议程，并影响城市发展轨迹[32]。

Cowley 等 [33]在考察英国 6 市的智慧城市项目时发

现，在“构建开放、包容的智慧城市”呼声下，更多的

行动者(中央与地方政府、技术供应商、应用开发

商、规划人员、科研机构、社区组织等)已参与到智

慧城市的规划、项目设计、技术研发、基建开发等环

节。Burton等[34]在对比英国两座城市的“绿色智慧”

项目时指出，由于行动者的动机、目标与诉求存在

较大差异，其互动过程充满了竞争与冲突，并带来

城市建设的不确定性。

因此，不同于政治经济学者认为的那样，智慧

城市是由企业主导的造城运动，后结构主义学者将

其定义为一项涉及广泛参与者的“社会共建”项

目。他们呼吁在考察智慧城市项目时，将更多的行

动者(利益主体)纳入考察范畴，以揭示城市共建过

程的复杂性，同时呼吁对行动者的互动关系展开更

微观、细腻的观察，以了解城市建设中的多方利益

主体的互动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与风险[19]，

以便了解技术研发如何在具体的关系互动中与地

方需求“挂钩”或“脱钩”，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

施，以促进符合地方现实的城市建设路径。

2.2.3 对围绕技术研发与知识创新的社会互动的

考察

受上述社会建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以 Wiig 和

Wyly为代表的学者呼吁在考察智慧城市的共建过

程时，将关注点从“如何推广 ICT技术的应用”转向

围绕“ICT技术研发的利益竞争、权力博弈等社会关

系互动”的探究[35]。他们认为应着重考察：城市建

设思路、相关政策、基础设施架构、技术标准等由谁

构想及如何被提出来；ICT技术如何在知识思想的

交互及权力与利益的互动中被设计出来，并被付诸

于实践，且产生城市特定的发展轨迹。Nam等[36]指

出，建设智慧城市本质上是一个围绕 ICT技术研发

的“知识创新”过程。而要了解智慧城市的运作机

制需要关注3个方面：① 地方情景与现实问题的知

识联合生产过程；② 参与知识生产的多方利益主体

的差异化诉求与动机；③ 在知识学习与利益交换中

出现的替代性知识[32]。Karvonen等[28]进一步指出，

在知识创新过程中“目标协调”与“知识整合”是推

动智慧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并呼吁挖掘协调与整

合过程中的矛盾与挑战，还应思考不同利益相关者

如何围绕共同目标聚合在一起，通过知识交换将功

能分散的城市转变为一个连贯的整体。

在此基础上，Calzada等[29]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分

析框架，对参与到城市发展议程制定、基础设施建

投、ICT项目运维以及治理决策制定等环节的利益

相关者的行为话语进行“解构分析”：以民族志的方

式，探讨谁介入城市建设及原因、谁控制技术/数据

及原因，以及多方行动者如何互动并产生了怎样的

效果，揭示城市建设背后所隐藏的复杂利益关系与

多元行动逻辑，从而避开“技术决定”这一前提假

设。此外，学者认为解构还可提供一个微观视角，

拓展促进技术创新与社会包容的维度，探索可持续

的地方化建设路径[37]。

2.3 新城市科学学派对智慧城市规划、技术运用与

治理决策的探讨

除了智慧城市建设过程及地方化驱动机制研

究，以Micheal Batty、甄峰、柴彦威等为代表的新城

市科学学派呼吁对技术驱动的空间流动性以及数

据驱动的智慧化治理展开探讨[38-46]。他们从实用主

义的角度出发，呼吁加强技术应用与数据分析驱动

下的智慧城市规划与治理模式的可行性探讨。

2.3.1 对技术应用与个体行为和空间流动性的研究

在人本主义思潮下，城市空间的研究视角逐渐

从物质、经济要素转向对人的关注，居民的时空行

为研究逐渐兴起[38]。在此背景下，有学者指出对智

慧城市的关注应从单纯对 ICT 技术研发与应用的

探讨，转向关注技术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40]，特别

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功能和居民生产生活

带来的影响[12]。在智慧城市的建设过程中，ICT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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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已逐渐融入居民日常生活及各类活动组织中[41]，

重塑了社会个体在社会、经济、政务等各个方面的

网络或实体活动[42]，并重构了城市与区域的空间功

能与组织结构[44]。因此，部分学者认为，对智慧城

市的理解应超越技术研发的范畴，在思考 ICT技术

如何围绕特定的地方化问题被设计与研发的同时，

应关注具体技术对个体与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例

如，Batty[45]者指出，考察智慧城市不应仅着眼于基

础设施、ICT技术与相关应用的建设与开发，还应关

注城市中的重要主体——人及其流动性，即思考技

术研发与城市经济、社会、资源等要素流动性之间

的关系。柴彦威等[47]认为，未来还应探索有助于挖

掘流动数据的技术方法，建立一种基于流动性数据

的新智慧城市研究视角。因此，对智慧城市的研究

应关注新技术应用对居民活动、经济活动、政府

治理和管理产生的影响，从整体层面思考技术对

城市发展和城市功能空间组织带来的改变，以揭

示智慧城市中不同空间尺度下的人地关系[12]。

2.3.2 基于数据分析的城市规划与治理决策研究

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强调，智慧城市研究应

加强对数据获取和行为分析的研究，通过对城市空

间流动性与信息化动态的实时监控与模拟，为因地

制宜地开展城市规划及围绕地方具体问题的治理

决策提供依据[43]。以Batty为代表的学者，指出未来

对智慧城市的研究应将转向对数字模拟与平台治

理的思考 [43]。Batty[45]通过伦敦“数据仪表盘”的案

例，探讨了如何利用城市中获取的数据与信息，进

行平台实验与数字模拟，并基于城市动态的实时感

知，识别城市问题并为治理策略提供反馈。另外一

些学者也指出，智慧城市能否高效、可持续地运营，

不仅受新技术影响，还取决于数据支撑[12]。钱学胜

等[49]认为数据是信息的重要载体，而借助新技术对

城市数据进行追踪与解读，可以消除城市规划与治

理决策的不确定性。柴彦威等[46]则指出，基于城市

主体(居民)的时空间行为规律的数据分析与模拟，

有助于突破现有城市管理静态处理方式；通过分析

居民日常活动与出行的决策机制，可以辨识居民行

为的制约因素，为城市设施布局优化与相关管理政

策提供量化参考。数据追踪与平台模拟有助于思

考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人流与空间的动态耦合与时

空协同问题，可为公共服务供需调配、应急交通的

智能调度、智慧诊疗与医疗资源配置等治理问题提

供依据[12]。因此，思考地方化的智慧城市建设，需

要从城市整体的智能化建设需求中寻找动力，从数

据中发现问题并寻求“治疗”方式，为探索符合地方

情景的智慧城市规划与治理决策提供更精细的科

学依据[12]。甄峰等[12]指出，只有对在智慧城市建设

的缓慢进程中的人、地系统的持续分析、评价、模拟

与预测，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技术与空间三者之间

的协调与共生。

3 人本主义视角下的智慧城市研究
展望

受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国内外城市地理学界

分别从政治经济学和后结构主义视角对智慧城市

的技术至上的建设模式与地方化实现路径展开批

判与反思，并从新城市主义视角出发对 ICT技术运

用与城市治理决策进行探讨，已取得显著进展。如

果说技术导向型研究试图借助统一的城市概念、技

术模型、规划标准为各地城市提供自上而下的引

导，人本主义研究则强调特定(地方)情境下的技术、

人文治理(社会)与空间的互动。换言之，人本主义

视角侧重于解读 3个关键问题：① ICT技术如何在

具体的社会关系互动(竞争、协商与合作)中被研发，

并被用于解决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等问题——

社会共建模式；② 该互动如何受到特定的制度文化

背景、社会经济基础、自然资源禀赋等条件的促进

或制约，进而带来城市建设与转型的独特路径——

地方性驱动机制；③ 技术应用对社会主体与城市空

间带来的影响。通过对技术研发与城市建设的过

程和驱动机制及其社会空间效应展开微观、细致的

调查，人本主义研究被认为可为探索符合地方现实

与社会需求的城市智慧化转型提供理论指导。尽

管如此，当前人本主义研究仍存在局限和理论挑

战。以下将在分析这些局限的基础上，提出未来值

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3.1 对技术与社会(治理)共生性的思考

现有研究缺少一个技术—社会(治理)互动的视

角来理解智慧城市建设的驱动机制。在政治经济

学派对唯技术论的批判基础上，后结构主义强调对

行动者围绕地方性问题和技术解决措施的知识创

新过程的追踪，以了解城市建设背后的微观驱动机

制，并探索地方化实现路径。然而，其研究内容与

范式走向了“技术决定论”的对立面，即知识(社会)

决定论。新城市学派关注技术发展对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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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通过数据分析与平台模拟对城市时空动态进

行感知，并为地方化的城市规划与治理决策提供依

据。尽管呼吁关注技术发展下的人文治理，当前研

究仍未脱离“技术决定论”陷阱，假定数据分析与模

拟可以自发地发现社会问题并呈现解决措施[15]，而

忽视了社会自发的治理需求，以及围绕特定需求的

社会互动对技术演进的反向作用。

事实上，城市的“智慧化”转型本质上是一个技

术革新与治理组织形式演化的良性互动过程，即技

术—社会(治理)的协同演进[50]。一方面，技术在行

动者围绕具体问题的互动(竞争、博弈与协商)中被

研发出来，并随着参与者的不断加入与退出，新治

理问题的发现被不断升级或改造，即治理需求与合

作关系互动推动技术革新。另一方面，在技术研发

的互动中，行动者就某一治理问题与技术预期达成

暂时一致的合作设想，并形成相应的合作方式；伴

随新治理问题的出现，技术预期和合作设想发生改

变，合作关系网络与协作方式也随即改变，即技术

革新促进合作关系与治理组织形式的优化。而城

市空间与基础设施网络(架构)恰恰是在社会治理组

织形式与技术的共生演进中发生缓慢转型。例如，

Veltz等[51]在考察法国尼斯的城市智慧光缆项目时

发现：为推动项目实施，市政府进行内部重组并成

立专项行动小组，与地方初创企业就智能配电变电

站、储能系统及相关技术的开发达成合作联盟；随

着新的治理问题与技术需求的出现，该联盟不断与

新利益主体(法国国家电网公司、地方社区等)在新

研发领域(如能源数据监管平台、家庭能耗追踪系

统)进行协商与合作，从而推动技术研发和基建开

发与本土需求的逐步匹配。

鉴于此，Meijer等[52]最近指出，应将智慧城市视

作一个技术—社会系统，而要了解城市智慧转型背

后的微观驱动机制，需要对技术革新与社会组织结

构(与治理组织形式)优化的相互促进和协同演进过

程予以关注。换言之，一方面要关注围绕地方特定

治理问题的社会关系互动(即参与、沟通、协商与合

作)如何推动技术研发和城市建设——治理需求促

进技术革新；另一方面则要关注伴随技术研发出现

的新问题和新需求，如何促使行动者进行自我调适

(即改变目标、角色、行动逻辑、合作构想等)，促成新

的合作关系与协作方式——技术需求优化治理组

织形式，并推动城市物理空间转型。只有考察了根

植于地方的社会组织结构(关系网络)与“以地方需

求为导向”的技术革新的同步演进过程，了解城市

空间如何在“技术—社会互动”中实现转型，才能真

正揭示城市“智慧化”转型背后的复杂驱动机制。

3.2 对行动者多元性与互动关系多样性的考察

当前研究对行动者的多元性以及互动关系的

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关注不足。政治经济学视角关

注智慧城市建设背后的公私合作治理模式，力求揭

示企业主导的技术研发为何(及如何)与地方现实和

治理需求“脱钩”这一关键问题。该视角研究借助

西方经典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城市增长机理论、城

市企业主义理论对这一合作模式进行解读。然而，

以上理论是否可以客观诠释中国城市智慧化转型

背后的合作方式与驱动机制，还有待商榷。相关研

究假定私有部门是推动智慧城市发展的主导力量，

并将技术研发和基建开发与资本积累的逻辑挂钩，

而低估了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非盈利组织、社区

组织等利益主体的介入力量，以及影响城市建设

的“超越资本逻辑”的关系互动机制[53]。正如Kong

等[20]所言，在以中国、新加坡为代表的亚洲国家，政

治力量往往是决定智慧城市建设速度与规模的主

因；相较于其他社会力量，政府往往具有更强的决

策力，以及对公共资源和社会力量的调配与协调

能力。

此外，以往研究无论采取何种视角均忽视了政

府、企业与社会内部参与力量的多元性和异质性，

进而低估了参与者互动关系的多样性以及互动机

制的复杂性。相关研究通常将政府、企业与社会分

别视作统一的整体，而忽视了各“整体”内部不同参

与者的目标、行动与动机的异同，以及参与者关系

互动的更微观调查。例如，在中国的科层行政体制

下，政府各部门与组织之间的互动十分紧密，它们

共同参与智慧城市的战略议程、规划方案、技术实

施标准、辅助政策制定等环节，并在围绕具体治理

问题的竞争、博弈与协商(而不仅是合作)中达成一

致。同时，私有部门并非是参与智慧城市建设的唯

一企业类型。例如，在中国，国有企业与科研单位

在技术研发、基建开发、治理决策等方面扮演着至

关重要的角色，它们同时与政府和社会团体保持复

杂且微妙的联系；而以居委会为代表的中国社区组

织与地方政府部门的关系更为复杂。鉴于参与者

的多元性及其关系的复杂性，未来应将更加多元化

的利益主体纳入调查。此外，还应跳出对政府、企

业和社会关系的单一化解读，对竞争、博弈、协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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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互动开展更微观、细腻的分析，从而揭示隐藏

在城市建设背后的复杂利益关系与多维行动逻辑。

3.3 对行动者能动性与关系互动的综合情景分析

以往研究缺少对行动者能动性以及围绕技术

研发和治理问题决策的合作关系网络构建过程进

行综合情景分析。政治经济学关注智慧城市建设

与发展的结构性背景，并认为全球发展环境、特定

的国家制度与监管体制、产业结构与科技创新水

平、社会经济政策等是影响(企业和政府)行动者能

动性及其关系互动的决定性力量。结构性语境分

析有助于发现同一国家(或相似制度、文化与社会

经济背景下)的智慧城市建设的共性问题，却忽视

了城市转型的地方化路径，进而无法从微观层面解

释技术研发为何与地方治理需求挂钩或脱钩 [19]。

针对地方语境的关注不足，后结构主义研究呼吁对

发生在具体地点、围绕特定治理问题的技术研发与

基建开发展开调查，以了解“以地方需求为导向”的

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以及城市转型背后的微观驱动

机制。然而，将地方问题(或地方语境)视作影响行

动者关系互动(及治理模式)的主导因素，反而忽视

了智慧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此外，新城市学派注

重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以及技术支撑下的数据分析

对城市问题的识别与诊断，而低估了社会自发的治

理需求以及社会行动主体识别问题与制定决策的

能力。此外，该视角忽视了城市以外的宏观政治经

济语境对个体与社会以及技术研发与治理决策的

影响。

行动者参与技术研发和城市建设的目标动机、

行为决策和合作互动受到全球发展环境、特定(国

家)制度与监管机制、社会经济政策等结构性因素

的制约，同时也受城市自身面临的经济、交通、住

房、环境、能源等问题(即地方性因素)的影响[54]。因

此，考察智慧城市建设背后的地方性驱动机制，既

要挖掘影响行动者行动逻辑与决策偏好的结构性

要素，又要找到促使行动者制定基于地方现实场景

的技术解决方案和达成合作共识的地方性因素。

通过综合语境分析，找到推动(或制约)多方行动者

参与协作的关键要素，为探索以地方需求为导向的

可持续合作路径提供依据。因此，开展综合情景分

析应重点关注2个问题：一是何种要素如何促进(或

阻碍)多方行动者达成一致的治理理念与目标；二

是何种要素及如何赋予(或抑制)多方行动者开展协

作的能力。开展情景分析的意义在于：识别提升行

动者之间的知识交换与合作潜力的关键要素，理清

这些要素如何促进行动者就城市核心治理问题达

成一致的过程，进而找到符合地方情景的智慧城市

规划与建设模式[37]。同时，情景分析还可通过控制

外部环境变量，干预行动者的关系互动与治理方

式，为促进符合地方治理需求的智慧城市建设路径

提供依据。

4 结语

近年来，国内外智慧城市研究已经历了从技术

中心主义向人本主义的研究范式转向。人本主义

研究始于政治经济学派对智慧城市唯技术论的批

判，在此基础上后结构主义学派和新城市主义学派

提出了对城市地方化建设路径与因地制宜的治理

决策的思考。通过呼吁对智慧城市建设过程的深

入调查，人本主义视角的研究有助于揭示技术研发

与城市智慧化转型背后的合作共建过程、过程背后

的关系互动机制，以及以地方治理问题为导向的城

市发展路径。尽管人本主义视角的研究已取得丰

富成果，本文认为当前研究仍存在 3点不足：① 仍

沿袭“技术中心”或采用与之对立的“知识中心”立

场，而缺少一个技术—社会(治理)互动的视角理解

智慧城市发展的驱动机制；② 对参与城市建设与治

理的行动者多元性及其关系互动的复杂性关注不

足，因此无法挖掘隐藏在城市规划、建设与治理背

后的复杂利益关系与多维行动逻辑；③ 缺少对行动

者能动性及其合作关系构建的综合情景分析，进而

无法为探索以地方治理需求为导向的可持续合作

路径提供依据。

在此基础上，本文指出未来人本主义视角研究

应加强以下几方面的考察。首先，应将智慧城市视

作一个技术—社会系统，采取社会—技术(治理)协

同的视角关注技术革新与社会组织结构(治理方式)

优化的相互促进过程，考察技术革新、社会组织关

系与治理模式演进、城市空间转型三者之间的辩证

关系，以揭示城市智慧化转型的驱动机制。其次，

应将更多行动者纳入分析范畴，并跳出对政府、企

业和社会间关系的单一化解读，对围绕技术研发的

竞争、博弈、协商等关系互动开展更微观、细腻的分

析，以揭示隐藏在城市建设背后的复杂利益关系与

多维行动逻辑。再次，应兼顾决定行动者行动逻辑

与决策偏好的结构性要素，和促使行动者就特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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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解决方案与合作治理方式达成共识的地方性因

素，通过综合语境分析找出推动(或制约)多方行动

者参与协作的关键要素，为探索以地方需求为导向

的可持续合作路径和政策干预提供依据。

采用技术—社会(治理)协同演进视角，一方面

可对技术导向型的智慧城市理论构建进行补充，跳

出“技术决定主义”思维局限；另一方面也可避免过

度关注城市建设的关系互动与知识生产，而忽视了

技术在城市发展与社会进步中的关键作用，避免落

入“知识决定主义”的方法陷阱。近年来越来越多

的国内地理学者开始呼吁采取“超越技术范畴的视

角”以理解智慧城市发展，并从人地关系视角出

发，强调智慧城市的理论建构应从技术导向型转

向对技术、社会(人文治理)、空间三者之间关系的

思考[11]。由此可见，中国智慧城市研究已转向对技

术发展与社会治理二者之间的共生关系的探讨，并

与当前智慧城市“技术—社会系统”研究形成潜在

的理论对话。对此，对技术—社会(治理)协同演进

的思考可为未来学界展开相关研究提供启示，同时

中国案例的研究也可促进基于中国经验的城市理

论知识生产，为国际理论比较研究作出中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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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echnocentrism to humanism:
Progress and prospects of smart cit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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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5G networks, the Internet of Things, cloud com-

puting, big data analysis, and so on, inclusive and innovative governance and efficient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ies that lead cities towards smartness have become crucial and frontier topics of exploration in cur-

rent international urban geography. The study of smart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sm provides an effec-

tive theoretical tool for geographiers in this field. Differ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centrism that regards

smart cities as a collection of physical spaces composed of a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network and digital

technology, the humanism perspective emphasizes the interaction of technology, humanistic governance (soci-

ety), and space in a specific (local) context. It calls for a micro-survey of the loc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of in-

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innovation and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governance

decision making carried out by multiple actors, with a view to revealing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localized

driving mechanism of smart cities, and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data analysis of individual actions to find out a

development path consistent with local conditions.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humanistic re-

search on smart cities, arguing that current studies still follow the technocentric perspective or adopt the oppo-

site knowledge-centric position, but lack a technology-society synergy perspective. On this basis, this article pro-

poses future research topics that are worthy of in-depth discussion, namely, the symbiosis of technology and soci-

ety, the complexity of social interactions 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he contextual analysis of technology in-

novation and interactions. Our discussion may help to understand how smart cities, as a complex human-environ-

ment system, undergo transformation in the continuous interaction of people and technology, and provide som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study of smart cities in China.

Keywords: smart city; urban governance; technolocentrism; humanism; social-technical sy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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